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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环境健康影响研究的行为变量及
其中介效应
——以上海市社区老年人的健康行为为例

于一凡1，刘旭辉2*

摘要 建成环境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具有暴露时间长、影响因素多、证据和结果难以测度等特

点。为了在两者之间建立较为直观的关联，研究引入了健康行为作为中介变量以评估社区

建成环境要素对老年人群健康的影响水平和调节方向。根据来自上海市 115个社区的老年

人（N=3431）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状况，研究针对密度、设计、住房、绿地、公共设施与区位等建

成环境要素的健康影响，构建了以体力活动和社会活动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模型。

研究表明，体力活动和社会活动是观测建成环境健康影响的有效中介变量，通过健康行为的

中介效应可以更加清晰地揭示建成环境要素对人群健康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从实践的

角度来看，基于不同建成环境的基底条件，健康行为的调节方向相似，但调节程度不同。对

于以上海为代表的特大城市高密度人居环境而言，通过优化建成环境的品质促进社会活动

对老年人的健康影响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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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作为居住生活与社会交往的主要空间载

体，其建成环境与人的健康和福祉紧密相关[1]。良

好的环境有益于促进居民的身心健康，对于在居住

环境中暴露时间长、对社区环境依赖程度高的老年

人而言意义尤其重大。

1 建成环境的健康影响

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指人为建设、改

造的各种建筑物和场所，以及那些可以通过政策、

人为行为改变的环境[2]。目前，人们已普遍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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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环境对人群健康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致力

于通过规划干预促进公共健康的改善。例如有研

究发现土地利用方式与人群肥胖水平存在密切关

联，土地混合利用指数每增加 25%，肥胖的发病率

便可降低 12.2%[3]；医疗保健等设施可达性较好的

社区中的老年人，其感知健康水平比其他老年人更

高[4-5]；在拥有更多公园绿地和开放空间的社区中，

居民往往拥有更高的自评健康水平等[6-7]。但是，

上述研究中，对于土地利用方式、医疗保健设施、公

园绿地和开放空间等如何对人群健康产生影响，各

种建成环境要素的影响如何开展比较，以及这些研

究发现是否足以作为规划干预的依据等一系列问

题尚难以提供科学的解释，亟待进一步揭示建成环

境相关要素的影响路径和程度。

事实上，除了通过环境暴露等方式（如空气、

水、土壤的污染）直接造成的健康影响之外，建成环

境主要通过间接方式发挥健康影响。由于建成环

境和人群健康属于 2个影响因素众多的开放系统，

如何揭示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仍是有

待探索的未知领域。现阶段，国内外相关研究大多

采用检验特定环境要素与特定健康产出的归因分

析手段，研究成果碎片化程度较高，在复杂因素影

响和差异化语境下往往缺乏系统、一致的解释，以

致于某些研究结论备受质疑、甚至彼此相左，难以

转化为指导规划实践的有效工具[8]。为此，本研究

提出以健康行为作为中介变量，针对社区建成环境

要素对老年人群的健康影响开展中介效应分析，探

索认识建成环境要素的健康影响机制与调节方向

的创新途径。

2 健康行为的中介效应

2.1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mediator）来自统计学领域。当自变

量X通过影响M来影响因变量 Y，则M称为中介变

量。举例来说，社区步行环境的改善与老年人健康

状况改善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如下

过程产生影响：步行环境改善→促进体力活动→健

康状况改善，其中，“体力活动”是解释建成环境要

素对老年人健康产生影响的中介变量。中介变量

所发挥的解释和调节作用称为中介效应（media⁃
tion effect）[9-10]。利用统计学原理探讨自变量对因

变量的影响能否被中介变量所解释、以及解释效应

量的大小称为中介效应分析[11]。

根据环境压力（person-environment fit）理论[12]，

老年人从事的健康行为是评估环境健康效应的重

要测度，而体力活动和社会活动是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2个中介变量[8]。

体力活动对体质健康和心理健康均有显著的

改善作用，并对多种疾病具有疗愈作用[13-14]。规律

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如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

II型糖尿病等老年人常见慢性疾病的发病率。适

当的体力活动亦被证实有利于缓解肌肉衰减症、骨

萎缩等老年病的症状，可有效预防老年人跌倒、提

升自理能力[15-16]。2007年，美国运动医学会（Ameri⁃
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CSM）在《老年人

体力活动与健康建议》中特别指出，应增加老年人

中等强度的有氧活动，改变久坐不动的生活习

惯[17]。与此同时，一些医院开始尝试性地为患者开

具运动处方[18]。

积极的社会活动有助于缓解精神压力，减少孤

独感。而孤独感被认为是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首要

威胁[19]，其可能导致的后果包括老年认知障碍[20]、

抑郁症[21]、睡眠障碍[22]，甚至死亡率的提高[23]。老年

人的社会活动与社区公共空间及公共设施存在紧

密关联[24-25]；伴随着社区意识的提高，人们的心理

健康水平也相应地得到改善[26]。值得注意的是，在

社区环境条件下，老年人的体力活动与社会活动往

往相伴而生，而建成环境中的要素也大多对两者发

挥着同向促进作用。

2.2 中介效应分析模型

区别于既有研究大多采用的回归分析模型，在

本研究构建的中介效应分析模型中，重点通过考察

健康行为（M）来观察和比较对老年人健康水平（Y）

具有影响的建成环境要素（X）（图1）。

根据国际卫生组织[26]评价健康水平的推荐指

标和中国老年人的主要健康问题[27]，研究从体质健

康和精神健康两方面选取了两组国际公认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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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健康指标作为因变量。其中，测度体质健康

的指标包括样本患慢性病的数量、生活自理能力

（ADL）和自评健康 3个指标；测度心理健康的指标

则包括标志正面心理的幸福感和负面心理的孤独

感。此外，研究将性别、年龄、户籍、文化程度、婚姻

状况、经济状况自评等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作为控制

变量。在纳入上述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本文对环境

要素和行为变量的作用重点分析。

以Web of Science近 20年的文献为基础研究，

对国内外的既往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基于对“被

作为研究对象的要素”和“被证实为具有显著影响

的要素”的统计，结合中国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主要

技术手段和老年人出行活动的特点[28]，研究主要考

察日常步行活动环境范围内的建成环境空间特征，

形成了含密度、设计、住房、绿地、公共设施与交通

设施、区位在内的6类14项社区建成环境要素指标

体系（图 1）。其中设计维度主要采用了可量化的

道路网密度以反映街区形态的设计特征。

中介效应分析的工作机制一般采用依次检验

法（casual steps approach）[29]，通过检验 X对M的回

归系数的显著性对自变量进行排查和筛选，继而通

过检验 X和M对 Y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判断中介

效应的效果量。本文在依次检验回归系数方法的

基础上，进一步采用了结构方程模型，整合了传统

的路径分析、多元回归和因子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

开展研究。此外，研究通过构建潜变量和题目打包

法简化了指标，利用合成分数作为参与分析的变

量。由于医疗设施的独立性较高、且在既往研究中

被证明对老年人的健康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因而

在开展具体分析过程中将其作为独立变量以减少

对其他公共设施的影响。

3 上海市典型社区的实证分析

3.1 研究变量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 2015年第四次全

图1 社区建成环境健康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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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以下简称“四调”）。

“四调”由全国老龄委统一组织实施，采用分层、多

阶段PPS抽样调查法、最后阶段等概率的自加权样

本的方法进行抽样，调查对象为 60周岁及以上常

住人口，抽样规模约为全国老年人口总量的 1‰。

在上海，“四调”数据涉及 9个区，144个社区，4320
个老年人样本。本研究在剔除了位于乡村的样本

以及关键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以后，最终得到分布

在 115个社区中的有效样本 3431份（图 2）。样本

社区在住房类型上涵盖了近年来建成的商品房、保

障房，和较早建成的工人新村、里弄社区，较好地反

映了上海目前的居住环境现状。除“四调”数据提

供的社区环境信息外，研究还根据上海市地理信息

GIS数据库、上海市城市规划信息系统和社区实地

调查补充了其余建成环境信息。依据既往研究对

上海老年人步行出行距离的调查结果[30]和上海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的规划实践，本研究以半径 1 km
作为社区建成环境研究的空间范围，计算了相应社

区的建筑密度、容积率，研究范围内的道路网密度，

以及绿地资源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此外，研究

根据《2016年上海统计年鉴》获取了 2015年末各个

社区所在街道的人口密度。

“四调”数据较完整地反映了样本老年人的个

人社会经济属性，同时提供了反映老年人健康水平

的慢性病患病情况、生活自理能力、自评健康、孤独

感和幸福感指标。对于健康行为中介变量，研究采

用“四调”问卷中的“每周锻炼次数”和“体育活动种

类”作为体力活动变量的测度，采用“参与社会活

动”“参与社区事务”作为社会活动变量的测度。初

步统计结果显示，老年人日常体育锻炼的频率呈两

端化分布，每周锻炼“5次以上”和“从不锻炼”的老

年人比例分别占 31.6%和 26.3%，每周仅锻炼 1次
的老年人比例最低，为 6.4%。从体育锻炼的类型

上看，散步、慢跑等是老年人从事最多的体育锻炼

活动，其次是打太极拳、做保健操、跳舞等。对于社

会活动变量，研究初步统计结果表明，70.7%的老

年人至少参加了 1项社会活动，13.2%的老年人参

加了 2项以上社会活动；94.7%的老年人参与了 1~
4项社区事务。

3.2 研究发现

为了便于比较，本研究同时开展了针对建成环

境要素对老年人健康的多元回归分析（X→Y）和中

介效应分析（X→M→Y）。研究数据的描述分析和

统计分析采用了 SPSS，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则采用

了Mplus7.4分析工具。

研究发现：（1）6个维度的建成环境要素，除绿

地以外，均与老年人的健康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

不同建成环境要素对老年人的体质健康、心理健康

分别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就医可达性对老年人

体质健康显示的综合分析影响最为显著（estimate=
2.537），其次是住房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esti⁃
mate=0.214）。（2）体力活动和社会活动是揭示建成

环境健康影响的重要途径，在本研究中对老年人的

健康水平具有很强的解释效应。健康行为中介变

量对于不同建成环境要素的健康影响具有不同程

度的解释效应量。其中，对密度、绿地、公共服务和

交通设施、就医可达性和区位维度的健康影响解释

效应显著，对设计和住房维度的健康影响则无明显

解释效应。（3）在中介效应得到验证的前提下，不

同密度、绿地配置水平、公共服务和交通设施配置

水平，以及不同区位条件下的老年人，其体力活动

数据来源：上海GIS+问卷样本的地址信息汇总

图2 “四调”样本社区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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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活动水平（其中 1个或 2个同时）存在差异，

而体力活动和社会活动变量的改善均能带来老年

人体质健康和心理健康的显著提升（图3）。

图3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相关建成环境要素的健康影响在中介变量参

与前和后的分析结果如下。

1）密度要素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通过健康行

为得到调节。

人口密度的增加对老年人的体质健康和心理

健康均表现为显著的负面影响。在人口密度较高

的社区，老年人的幸福感较差，慢性病的患病率较

高，并且这种消极关联不受社区设施状况以及区位

条件的影响。然而容积率和建筑密度的适当增加

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表现出积极影响。健康行为

对密度的健康影响具有较强的解释效应，并可观察

到健康行为的积极调节作用。这表明，人口高度密

集的居住环境不利于老年人的总体健康水平。规

划干预可以通过调节建筑密度和容积率促进老年

人的体力活动和社会活动，从而改善老年人的健

康。

2）道路网密度对老年人健康存在显著影响。

道路网密度与老年人的体质健康和心理健康

存在较显著的积极关联。道路网密度的标准化数

值每增加 1，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孤独感的标准

化数值会分别减少 0.063、0.113，而幸福感则增加

0.081。这表明，街坊形态和道路网的精细化设计

有利于老年人的体质健康和心理健康。健康行为

未对此表现出解释效应，即在设计维度中的中介效

应不显著。尽管如此，行为变量的引入及中介效应

分析使道路网密度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机制得到

了更加深入的揭示。

3）住房要素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

著影响。

住房条件对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存在显著影

响。回归分析显示，住房越新的老年人幸福感越

强，住房建造年代标准化数值每增加 1，老年人的

幸福感相应地增加 0.076。健康行为在住房变量的

健康影响中解释效应较小，表明住房同样适合直接

纳入健康影响的回归分析，或存在健康行为以外

的、解释力更强的其他中介变量。

98



科技导报2021，39（8） www.kjdb.org

4）绿地未显示显著的健康影响，但对老年人

的社会活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绿地在既往研究中被认为是促进老年人健康

的重要因素[31-32]。在本研究中，绿地面积比例对老

年人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绿地可达性与

老年人的健康没有显著关联。包含绿地覆盖比例

和可达性的潜变量最终并未对预期的影响方向和

影响程度做出有力的解释。研究为此做出的补充

检验发现，绿地可达性与本次样本社区的住房类型

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样本社区老旧程度越

高、研究范围内的绿地可达性越高。尽管这并不能

对这一发现做出充分的解释，但提示我们在存在多

个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情况下，系统内部要素可能存

在相互干扰。在引入健康行为以后，绿地对促进老

年人的社会活动表现出积极影响，且这一差异在不

同绿地配置水平的社区样本中依然能够显现。

5）行为变量对公共服务、交通设施的健康影

响具有优越的解释效应。

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老年人自评健康具有显

著的积极影响。公共设施数量的标准化数值每增

加 1，老年人自评健康指数的标准化数值相应地增

加 0.082。就医的便捷性对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公共交通出行方式没有成

为改善老年人健康的显著要素。应用健康行为中

介变量对上述影响的分析表现出更加优越的解释

效应。其中，通过促进社会活动而对老年人心理健

康发挥的影响尤其显著影响。

6）区位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通过健康行为中

介效应分析得到增强。

区位对老年人体质健康和心理健康影响的回

归分析均表现为具有显著影响。从老年人健康水

平的空间分布看，靠近市中心、人口密度较高且住

房建造年代较为久远的社区，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相

对较差；远离城市中心区域的老年人的体质健康和

心理健康状况相对较好。引入健康行为的中介效

应分析中，老年人体力活动和社会活动均发挥了显

著的中介效应。

综上，健康行为在建成环境要素对老年人健康

影响的分析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中介效应，验证了

中介效应分析框架的理论和方法价值。作为老年

人日常活动的空间载体，社区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

康行为的支持也反映了对老年人需求的满足和契

合程度，是观察和测度社区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

影响的重要途径。

4 讨论

4.1 中介变量是探索建成环境健康影响的重要

手段

基于“四调”在上海市数据的探索验证了通过

观察和测度健康行为这一中介变量，社区建成环境

与老年人的健康影响得到了比传统归因分析更为

深入的解释，有助于进一步揭示社区建成环境和人

群健康之间的关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同时提示

我们，建成环境要素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而是通

过组合的方式产生影响。而要探知要素组合的模

式及其效应，采用中介变量进行观察是具有较高可

行性的途径。本研究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模型可

用于探索建成环境要素健康影响的途径、影响的程

度，亦可作为面向相关研究开展一致性检验的可靠

手段。

研究过程中还注意到，主要建成环境要素在不

同社区背景条件下影响的方向存在共性，但影响的

程度却有差别。是否存在揭示建成环境要素或特

定组合对健康影响的中介效应函数关系，还需要更

多的实证研究加以验证。

4.2 健康行为中介变量可应用于引导研究和实践

本研究中，部分建成环境变量在回归分析结果

不显著的情况下，其健康影响通过健康行为的中介

效应得到了清晰的显示，不仅是对健康城市研究理

论的重要补充，也为规划的精准干预提供了新的视

角。

研究发现，体力活动和社会活动对不同建成环

境要素健康影响的解释效应不同。其中，社会活动

在揭示密度、公共设施、就医可达性以及区位等建

成环境维度健康影响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

效应，在密度、公共设施、区位对老年人体质健康的

影响中，也是效度较高的中介变量。相较之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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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介变量的体力活动，其解释效应总体上小于社

会活动。这意味着，在以上海为代表的高密度人居

环境条件下，优化社会活动的质量可能比促进体力

活动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具有更加显著的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面对普遍存在的空间、资金匮

乏等局限，关注建成环境品质的提升和比拓展公共

空间的规模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具有更高的绩效，

应成为城市和社区更新的优先行动方向。

建成环境的质量首先取决于是否孕育了健康

的生活。21世纪以来，致力于通过规划设计干预

促进公共健康的研究方兴未艾，然而在以间接方式

为主的建成环境健康影响探索领域，中介效应却往

往被研究者所忽视。中国“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建

成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人的全面发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发

展目标，这使得全方位促进人群健康的方法和机制

研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通过对健康行为

的观察和测度，在社区建成环境与老年人群的健康

结果之间建立了桥梁和纽带。利用健康行为便于

观察和测度的优势，中介效应分析为揭示建成环境

健康影响的内部机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和方法基

础。值得强调的是，中介效应分析不仅有助于评估

和筛选影响公众健康的建成环境要素，也发挥着判

断建成要素的影响效应、发现规划干预行动方向的

作用，为将健康理念融入规划与设计提供了重要的

创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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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al variables and its mediating effects in the studies of the

impact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on the health: Case study of the

healthy behavior of the older residents in Shanghai communities

AbstractAbstract The impact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on the public health might be difficult to be confirmed, as they are affected by
a long exposure time, with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which are hard to be measured. In order to establish an intu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the public health, this study takes the healthy behavior as the mediator variable.
According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elderly people(N=3431) from 115 communities in Shanghai, we take 6
range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factors to construct a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model with the physical activity and the social
activity as the mediator variables. The built environment factors are the density, the design, the housing, the green space, the
public facilities and the loc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physical activity and the social activity are effective mediators,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the healthy behaviors are shown to more clearly reveal the extent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impact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on the elders' health condition. Based on the practice, the behavioral variables' adjustment directions of the health
outcome are similar, but the degree of the adjustment is different among the different neighborhoods. For the high-density human
settlement in megacities represented by Shanghai,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quality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for promoting the social
activities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KeywordsKeywords built environment; elder adults; health behavior; mediating eff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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